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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溪上游集水區檳榔園熱點空間分析之研究 
葉春國[1] 莊永忠[2] 廖學誠[1]*  
摘  要 本研究調查水里溪上游集水區中檳榔園熱點的空間分佈，藉由Moran’s I 及G statistics
空間自相關方法，識別出在不同網格大小下檳榔園的空間聚集情況。結果顯示，空間自相關分
析方法確實能識別出研究區內的檳榔園熱點，且空間相依性的強度及顯著性可以容易地被比較
及驗證。在全域空間自相關分析部分，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二者在不同網格尺寸下皆呈
現正值，且達統計顯著性 (p<0.05)，表示檳榔園區塊具有空間正相關。此外，隨著網格尺寸愈
大，Moran’s I 係數值呈現遞減，而 G statistics 係數值則呈現出遞增。 
關鍵詞：空間自相關、熱點、檳榔園、集水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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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NP hot spots in the upper 
Shui-Li Creek watershed. Two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s, Moran’s I and G statistics, were se-
lected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cluster of BNPs with different grid siz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can indeed discover BNP hot spots in this watershed. The strength and sig-
nificance of spatial dependence can be easily compared and monitored. For the global spatial auto-
correlation analysis, both Moran’s I and G statistics values are positive with whole different grid sizes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is means that the BNPs in study areas obviousl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Furthermor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grid size, the 
value of Moran’s I decreases, but the value of G statistics increases. 
Key Words :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ot spots, betel nut plantations, watershed management. 
 
一、前  言 
集水區生態系統中的各主要系統彼此間存有相互
關係及互動，一個系統的些微改變 (如氣候) 可能會對
其他系統的結構及功能造成重大影響 (如土壤、水文過
程、人類社會、動物及植物群落等)，同樣地，人類活
動的改變，特別是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會對自然
過程造成劇烈的衝擊 (Heathcote, 2009)。過去有許多研
究探討土地利用改變對逕流量、地下水補助量、土壤
沖蝕和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等之影響，如 Mungai et al. 
(2004) 於肯亞和斯里蘭卡、Semwal et al. (2004) 於印
度、Sullivan et al. (2004) 於英格蘭以及 Vanacker et al. 
(2003) 於厄瓜多等，均明確顯示出不同的土地利用方
式會影響到當地的生態環境。在台灣，二次大戰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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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勞力投入各行各業，檳榔 (又
名菁仔) 成為許多勞動階層提神醒腦的嚼物，菁仔帶來
的龐大收益吸引許多農民紛紛轉作，檳榔的栽植面積
自 1980 年後迅速增加，1996 年達到最高峰，全國栽植
面積廣達 56,581 ha，尤其是南投縣的檳榔種植面積更
居全台之冠，檳榔園景觀隨處可見，主要產區在國姓
鄉、中寮鄉、集集鎮、魚池鄉與草屯鎮等地區；其後
雖然檳榔產業的發展漸漸趨緩，種植面積也逐漸減
少，但在 2009 年時，全國栽植面積仍有 49,094 ha，檳
榔仍舊是台灣山坡地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凃函君、蘇
淑娟，2010)。 
由於檳榔的快速廣植，引發許多學者關心檳榔園
墾植後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特別是檳榔園對水土資源
的衝擊更是受到關注，其中南投縣水里溪集水區更成
為此方面研究的熱點區域。盧光輝  (1997) 曾應用
AGNPS 模式推估水里溪集水區的逕流量與土壤流失
量，結果顯示坡地種植檳榔後將造成水土流失，尤其
是地表逕流問題比土壤沖蝕問題來得嚴重，如能縮減
檳榔種植面積，應可明顯降低坡地地表逕流發生，減
緩土石災害。周天穎、葉美伶 (1997) 則以修正土壤沖
蝕模式 (RUSLE) 推估水里溪集水區之土壤沖蝕量，結
果發現沖蝕量最高之子集水區其沖蝕量高達 10.83 
ton/ha/y，主要原因是該區檳榔種植面積比例占 85%以
上所致。陸象豫等 (1999；2002；2005) 曾探討林地變
更為檳榔園後對水文特性及微氣候之影響，結果顯示
地表平均溫度及林內最高溫度檳榔園均高出闊葉林甚
多，分別達 2.3 ℃及 1.8℃，且檳榔園之有機質會因溫
度增高而加速分解，導致地表逕流水中 Ca2+、Mg2+、
Na+、SO42-、HCO3-等土壤營養鹽含量均較高。林壯沛 
(2002) 曾以水里溪上游的蛟龍溪、火培坑溪及合坑溪
為研究對象，分析不同檳榔園面積比例的集水區其流
量特性變化，結果證實集水區內檳榔園面積比例較多
者，其溪流量變動較大，尤其是在雨季及暴雨時其逕
流量增加最為明顯。另外，葉春國等 (2008) 於水里溪
上游的研究中亦顯示，溪流水中硝酸鹽濃度與農業土
地利用面積比例呈正相關，尤其是在濱水緩衝帶 50 m
內，隨著檳榔園面積比例增加，溪流水中硝酸鹽濃度
也明顯地隨之升高。上述眾多研究均清楚地顯示出，
檳榔園確實會對當地水土資源造成影響。 
水里溪集水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及魚池鄉交界
處，集水區內有明湖及明潭兩座水庫，為臺灣中部重
要的水力發電廠及水源供應區，為確保水庫集水區的
永續經營，有關水質、水量及土砂生產的監測與分析
就格外重要。早期水里溪上游集水區內的土地大多為
森林所覆蓋，只有部份土地被開墾為農用地，以種植
茶葉、香蕉、香菇及果樹為主，晚近集水區內大量種
植檳榔，檳榔已成為農作的主體 (賴玉芳，2004)。大
量檳榔園聚集情況下已對集水區水土資源造成衝擊，
然而要進行集水區檳榔園全面的經營治理需要耗費大
量時間、人力與金錢，如果能尋求一種簡便的方法，
先識別出集水區中檳榔園集中的熱點區域 (hot spot)，
將其設定為需要優先治理區域，即使在經費充裕情形
下，如可偵測出檳榔園聚集的地區，進行重點區域整
治，將有助於決策者作為判斷參考，並有利於落實集
水區的經營管理策略與土地規劃，如規劃水土保持工
程之施作地點及方式，或在土地利用規劃過程中實行
最適宜土地利用類型的總量或空間配置，而空間自相
關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分析正可提供研究者一個
有用的工具，它能探測地表現象是否在空間中呈現集
中情形，協助找尋出現象的熱點區域。由於空間自相
關的量測方法有多種，本研究利用最常被使用的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二種方法來衡量檳榔園的空間
自相關特性，而尺度大小對於空間自相關係數具有影
響性，故製作不同網格大小之圖層，比較空間自相關
分析在尺度上之變化。有鑑於此，本研究即以水里溪
上游集水區作為研究對象，利用空間自相關分析，進
行檳榔園空間熱點的偵測， 主要目的有二：(1) 比較
空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 二種不同探測
方法識別空間熱點的效果；(2) 比較不同網格大小對空
間自相關分析之影響。 
 
二、文獻回顧 
1. 空間自相關的定義與類型 
空間自相關是指某變數或性質在空間分佈中隨著
距離遠近而呈現較相似或相異的情況，主要與地理鄰
近性有 關 (Overmars et al., 2003)。如果我們想要判定
某個位置可能量測到某變數的屬性值時，空間自相關
分析是非常適切的 (鄔建國，2003；O’Sullivan and 
Unwin, 2003)。空間自相關可以區分成二種類型，包括
全域空間自相關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與區域
空間自相關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Ping et al., 
2004)。全域空間自相關可以衡量一個區域內空間自相
關的程度，不過僅能得知整體型態是否呈現自相關，
而無法得知區域內何處存在不尋常、獨特的互動關
204 葉春國、莊永忠、廖學誠：水里溪上游集水區檳榔園熱點空間分析之研究 
係。研究者若要解決全域自相關的統計限制，找出研
究區內屬性值相似資料的空間聚集，則可利用區域空
間關聯指標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
SA)(Anselin, 1995)。LISA 概念即是指區域空間自相
關，它可以提供空間分析單元層級的估計值，進行區
域空間內依賴關係的評估 (Kalkhan, 2011)。由於空間
自相關分析日益普遍，現今已發展出許多不同的量測
方法，可以得知資料中是否存有自相關特性。在全域
空間自相關方面，有 Moran’s I、Geary’s C 及 G statistics
等，另外，在區域空間自相關方面，則有 Local Moran’s 
I、Getis-Ord Gi 和 Gi* 等方法 (Cliff and Ord, 1973; 
Getis and Ord, 1992；O’Sullivan and Unwin, 2003；鄔建
國，2003)。空間自相關 Moran’s I 係數最常被使用，其
值一般介於-1 和 1 之間，正值代表具有正向自相關，
負值代表具有負向自相關，等於零表示不相關 (Le-
gendre and Fortin, 1989)。由於計算 Moran’s I 係數是採
用網格資料，分析時常會有偏誤，尤其是負相關時，
其值有時會低於-1(Shortridge, 2007)；即使是正相關
時，其值有時也會高於 1(Overmars et al., 2003)，所以
在應用時要特別留意。為了讓不同區域具有共同的比
較標準，可將 Moran’s I 標準化，將其轉換成 Z(I)，利
用 Z(I) 大小來進行顯著性檢定。在 0.05 的顯著水準
下，Z(I) 大於 1.96 時表示區域內空間分佈具有顯著的
關連性，即空間單元與空間單元間存在著正空間自相
關；若 Z(I) 介於 1.96 至-1.96 間，空間單元的相關程
度並不明顯；若 Z(I) 小於-1.96 則表示區域內空間單元
的數值分佈呈現負相關 (朱健銘，2000；黃國慶、詹士
樑，2009)。此外，採用 G statistics 計算出的 G(d) 值，
可以依據高值或低值的聚集傾向而加以區分，如果高
值聚集為主要趨勢，則 G(d) 值呈現正值，反之，如果
低值聚集為主導趨勢，則 G(d)值呈現負值 (Getis and 
Ord, 1992)。另外，在區域空間自相關方面，除了 Local 
Moran’s I 外，Getis-Ord Gi 和 Gi* 係數也常被使用以
偵測空間熱點。Getis-Ord Gi 和 Gi* 的差別在於二者
對空間權重矩陣 Wij 的定義不同，Gi 係數定義 Wij 為
在 d 距離內所有與 i 點相鄰者其 Wij 值定為 1，而其餘
的任何相鄰包含 i 點與其本身的相鄰其 Wij 值皆定為
0，亦即 j≠i；相反地，Gi*係數則對 Wij 的定義為 j＝i，
表示計算變量ｘ值的集中程度時，將包含 i 點所在的ｘ
值 (Getis and Ord, 1992)。在實際應用上，將觀察值本
身所在點排除時會導致一些偏誤 (O’Sullivan and Un-
win, 2003)，因此，若想強調空間聚集的核心點，且具
有集中性意涵時，多半採用 Gi*係數 (朱健銘，2000)。 
2. 空間自相關的應用 
在國內方面，朱健銘 (2000) 及蔡博文等 (2001a) 
利用空間自相關係數 G statistic 及 Moran’s I，探討不同
年代雲林沿海養殖的土地利用變遷，顯示空間分析與
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使用有助於土地利用之研究。蔡
博文等 (2001b) 進一步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探討蘭
陽平原養殖土地利用的熱點變遷，發現養殖區沿著海
岸線擴張，與淹水區及海岸線的鄰近度密切相關。除
了沿海養殖區的熱點探測外，空間自相關分析也被應
用於都市地理及城鄉發展研究中。賴進貴等 (2004) 曾
應用空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 與 Getis-Ord Gi*探討過
去 100 年來，臺北盆地聚落變遷中土地利用的空間相
依性，結果顯示聚落發展具有高度的空間自相關，隨
著時間的演變，Moran’s I 係數也越來越高，臺北盆地
聚落發展趨於均勻化。同樣地，黃國慶、詹士樑 (2009) 
也應用 Moran’s I 與 Getis-Ord Gi*探討臺北都會區土地
使用/覆蓋變遷驅動力之空間近鄰效果，發現臺北都會
區土地覆蓋變遷具有顯著的聚集特質，且以西北地區
為主，住宅使用的變遷在空間上分佈相當集中且顯
著，而工業與商業則呈現異質聚集或隨機的狀態。由
於空間自相關分析技術日益成熟，使用的軟體設備也
更加普及，因此，空間自相關分析已廣泛地被應用於
都市犯罪、流行病學、選舉政治及工業污染等研究。
李瑞陽、陳勝義 (2010) 曾利用空間自相關係數
Getis-Ord Gi*探究 2004~2005 年臺中市搶奪犯罪發生
熱點的變遷，發現搶奪犯罪在空間上有聚集之現象，
搶奪犯罪熱點有往西移動之趨勢，此與臺中市都市計
畫往西發展密切相關。薛益忠、郭士鳳 (2010) 運用
Moran’s I 分析不同年代臺灣腸病毒病例熱點在空間上
擴散之情形，發現歷年熱點區有往北移動的現象，且
重症病例的熱點區擴散較一般病例更北移，其北移位
置已到達彰化、臺中一帶。Lin and Wen (2011) 也針對
臺灣南部登革熱空間分佈進行分析，應用地理權重回
歸模式，探討登革熱－病蚊、登革熱－人口密度在空
間的變異關係。此外，賴進貴等 (2007) 也曾應用空間
自相關分析探討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為，顯示臺灣南部
多為偏綠，中部地區較為混雜，而竹苗地區明顯偏藍，
若進一步從區域角度細看，臺北都會區綠－藍呈現西
北－東南對峙情形。洪鴻智、黃于芳 (2010) 透過問卷
調查並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探討彰化農村居民對工
業污染風險知覺，研究發現受訪者對於工業污染風險
知覺並非獨立或隨機，而是具有高度的空間自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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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生活的污染空間環境與受訪者之暴露條件有密
切關係。雖然空間自相關分析已廣受各界採用，但針
對臺灣山坡地的土地利用探討，尤其是著重於檳榔園
的空間分析，至今仍付之闕如，因此，本文將以此作
為研究重點。 
在國外方面，許多文獻常藉由空間自相關分析來
探討特定物種的空間分佈與差異。在植物相方面，
Salvador (2000) 曾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探討西班牙
地中海植群的空間分佈特性，並針對當地重要植物進
行個別探討，包括冬青櫟 (Quercus ilex L.)、哈列布松 
(Pinus halepensis Mill.)、西班牙櫟 (Quercus cerrioides 
Wk.)、洋楊梅(Arbutus unedo L.) 及笠松 (Pinus Pinea 
L.)等。Asselin et al. (2001) 則分析火災跡地針葉樹的植
群演替，發現苗木數與鄰近母樹距離成對數反比，若
再細究個別樹種，則香脂冷杉 (Abies balsamea) 具有
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但白雲杉 (Picea glauca) 則無
空間自相關性。Ping et al. (2004) 則應用全域 (Moran’s 
I 與 Geary’s C) 及區域 (Gi 與 Gi* statistics) 空間自相
關方法，比較棉花產量在空間的相依性，發現棉花產
量深受氣候條件所影響，且乾旱年時其空間自相關比
濕潤年較高。Wulder et al. (2007) 曾應用空間自相關分
析，探討森林生長模式的模擬結果，並據此改進生長
模式。Akita et al. (2008) 分析栗子 (Quercus serrata) 
產量的空間分佈差異，經由 Moran’s I 係數得知，高產
量的栗子園其空間正相關範圍較大 (130 m)，而低產量
區則較低 (50 m)，主要是受到傳粉距離所影響。另外，
在動物相方面，Frutos et al. (2007) 應用 Moran’s I 分析
西班牙小紅隼 (Falco naumanni) 的空間分佈特性，發
現在 4 km 以內其棲息地的空間自相關最高，但隨著距
離的增加其 Moran’s I 係數漸減，空間自相關則越不明
顯。Mörtberg and Karlström (2005) 亦應用 Moran’s I 搭
配模式分析，預測森林松雞的空間分佈特性，發現地
表的土地利用型態及其周圍會顯著影響到松雞的分
佈。 
此外，由於空間自相關分析與空間的分佈或變遷
有關，因此，亦有許多研究經由空間自相關分析來探
討地景結構或地景單元的變化。Pearson (2002) 整合航
空攝影及 GIS，並搭配空間自相關方法，進行草原的地
景分類，效果比傳統的分類方式為佳。Southworth et al. 
(2004) 應用多期衛星影像資料，並經由 FRAGSTATS
軟體計算 9 種不同地景指標，並採用區域空間自相關
Moran’s I 係數，分析土地利用變遷及地景的破碎度。
Uuemaa et al. (2008) 應用空間相關圖 (spatial correlo-
gram)，以係數 Moran’s I 等於 0.5(hI=0.5) 作為判斷標
準，並搭配 FRAGSTATS 軟體所計算出的許多地景指
標，共同探討地景的異質性。Mander et al.(2010)則以
空間自相關分析探討土壤及地景的空間分佈特性，採
用 Uuemaa et al. (2008) 方法，以係數 Moran’s I(hI=0.5) 
作為地景型態是否凝聚或破碎 (同質或異質) 之比較
基準，提供土地管理要集約或粗放經營之參考。
Fernandes et al. (2011) 曾採用全域及區域空間自相關
分析，搭配眾多不同的地景指標，探討溪流濱水帶的
植群結構，並指出鄰近的土地利用方式如農業開墾、
混農林業等，將會顯著影響到周遭的植群型態。由上
述研究中得知，經由地景分析軟體的處理，再應用空
間自相關分析，可以有效地瞭解土地利用或地景型態
的變遷情況。 
空間自相關分析也常被應用於水資源之研究，尤
其是有關土地利用與水質關係之探討。Brody et al. 
(2005) 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並搭配問卷調查方式，
探討民眾對附近溪流水質的環境識覺，發現環境識覺
與地景及地理網絡具有高度空間相關性，並能呈現出
熱點所在位置。Tu and Xia (2008) 比較美國麻州 9 種
土地利用與 14 種水質指標在空間分佈上之相關性，結
果發現兩者在空間分佈上並無一致性，不過部份水質
指標如比電導度、Ca2+、Na+及 Cl-則具有高度的空間自
相關。另外，Chang (2008) 研究韓國漢江水質變化時
指出，溶氧量、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氮及總
磷具有高度的空間正相關，其 Moran’s I 係數均大於 0.5
以上，至於 pH 值及懸浮質則呈現空間異質性，主要是
受到地質的影響所致。 
除此之外，熱點所在位置的偵測與預估，也常採
用空間自相關方法來進行分析。Siljander (2009) 應用
空間自相關 Moran’s I 係數研究非洲莽原的火災熱點，
指出火災熱點在 1 km 內最具有高度的空間相關性，在
此範圍內應先作好預防措施，此外若不考慮空間自相
關特性，則火災預估模式的準確性將大為降低，由
0.86~0.94 降為 0.54~0.75。Li et al. (2009) 也是採用
Moran’s I 係數來探討都市擴張的熱島現象，發現在小
尺度時都市熱島具有高度正相關，但在中尺度時則呈
現負相關。另外，有關土壤污染的熱點分析也常採用
空間自相關方法，例如 Zhang et al. (2008) 即應用 Local 
Moran’s I 分析都市土壤中鉛含量的空間分佈狀況，並
將其歸類為空間聚集或空間離群特性。同樣地，Huo et 
al. (2011) 亦藉由 Local Moran’s I 分析北京市農業土壤
四種重金屬空間聚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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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區域 
研究區位於南投縣魚池鄉西北部，區域範圍為水
里溪上游的五城溪集水區及其所包含的四條支流，分
別為蛟龍溪、火焙坑溪、旱溪及水社水尾溪等四個子
集水區，四條支流匯聚成五城溪後，往西注入水里溪，
再流向下游的明湖、明潭水庫。研究區總面積為 2,036 
ha，位置及面積與魚池鄉內之五城村相當，海拔高度
介於 475-1,020 m。土地利用類型以森林為主，占整個
集水區面積 79.1%，其次為檳榔園，占 12.0%，檳榔園
為研究區內最主要之農作景觀，其餘尚有茶園、菜園
及菇寮等零星分布，建地則主要分佈於溪谷兩側之平
坦地。 
2. 土地利用分析 
本研究以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比例尺
1/5,000 第五版像片基本圖 (1999) 進行數化而獲得集
水區邊界範圍，並以 2003 年 6 月比例尺 1/5,000 群立
彩色正射影像圖的判釋及數化而得出集水區土地利用
圖。數化以 ArcGIS 9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進行，輔以多
次田野調查加以核對，得出 8 種土地利用類型，分別
為建地、森林、草地、檳榔園、茶園、農用地 (除檳榔
園及茶園以外的農業用地)、裸露地及水體。 
3. 空間自相關分析 
由於檳榔園區塊散布於集水區中，為偵測其在空
間中聚集的熱點區域，本研究設計以正方形網格空間
單元作為研究中的基本空間單元，將網格圖層套疊至
土地利用圖層上，計算每一網格內所占之檳榔園面
積，故每一網格皆有一個檳榔園面積屬性值，然後將
此屬性值進行全域及區域空間自相關統計分析。本研
究利用ArcMap 9.3軟體中ArcToolbox之空間統計工具
模組 (spatial statistic tools)，計算檳榔園土地利用之空
間自相關係數。首先，利用分析型態功能 (analyzing 
patterns) 計算全域自相關係數，包含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二種係數，而後利用繪製集群功能 (mapping 
clusters) 繪製空間熱點圖，包括 Local Moran’s I 與 
Getis-Ord Gi*二種係數。由於不同網格空間單元大小會
影響其內檳榔園面積屬性值的大小，進而影響空間自
相關分析之計算，因此，為了比較不同網格大小對空
間自相關分析的影響，本研究製作 100×100 m、200×200 
m、300×300 m、400×400 m、500×500 m、600×600 m
及 700×700 m 網格大小的圖層 (由於 800×800 m 的網
格數過少，無法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故不將其納入
比較)，且由於本研究關注於集水區的經營管理及土地
規劃，故製作的網格圖層範圍 (extent) 以集水區邊界
為分析範圍。 
(1) 全域空間自相關 
 Moran’s I 的計算公式如下 (鄔建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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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式中，Wij＝1：如果 i 與 j 相鄰；Wij＝0：
如果 i 與 j 不相鄰；Xi、Xj：變量 X 在 i、
j 的值； x ：變量平均值；n：空間單元總
數。 
 G statistics 的計算公式如下 (Getis and Or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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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式中，Wij(d)＝1：如果 j 是在與觀察值 i 距
離 d 範圍內；Wij(d)＝0：如果 j 不在與觀
察值 i 距離 d 範圍內；Xi、Xj：變量 X 在
i、j 的值；n：空間單元總數。 
(2) 區域空間自相關 
 Local Moran’s I (Ii) 的計算公式如下 (Ansel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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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式中，Wij＝1，如果 i 與 j 相鄰；Wij＝0：
如果 i 與 j 不相鄰； x ：變量平均值；n：
空間單元總數。 
 Getis-Ord Gi*的計算公式如下 (Getis and Or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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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j(d)＝1：如果 j 是在與觀察值 i 距
離 d 範圍內；Wij(d)＝0：如果 j 不在與觀
察值 i 距離 d 範圍內；Xi、Xj：變量 X 在
i、j 的值；n：空間單元總數。 
(3) Z(I) 與 Z (G) 值計算 
Z(I) 與 Z(G) 是將 I 與 G 統計量標準化，轉
換成 Z 分數，利用 Z 值大小來進行顯著性檢定。 
 Z(I) 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 E(I) 為期望值，
V(I) 為變異數： 
 
 IV
IEIIZ )(  (5) 
式中  1/1)(  nIE ；   2)( IEIV  
 2IE   
 Z(G) 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 E(I) 為期望值，
V(I) 為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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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計檢定力 (power) 分析 
在假設檢定中做任何決定永遠都存在著做
出錯誤決定的風險，有二類型錯誤可能會發生，
其中一類為型一錯誤 (TypeＩerror)，定義為拒絕
一個為真的虛無假設 (H0)，犯型一錯誤的風險是
由α值的大小來決定；另一類為型二錯誤 (Type
Ⅱerror)，定義為未能拒絕一個為偽的 H0，犯型
二錯誤的機率由符號β來表示  (Gravetter and 
Wallnau, 2008)。一個虛無假設的統計檢定力是
指，當 H0為偽時 H0被拒絕的機率，因此統計檢
定力為拒絕錯誤 H0的機率，即 1-β，一般使用
上建議統計檢定力值設定為 0.8(所以β＝0.2)，
統計檢定力值如顯著小於 0.8 時將會造成犯型二
錯誤的風險大增 (Cohen, 1992)。本研究將不同
網格大小下計算出的全域空間自相關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進行統計檢定力分析，得知獲
得統計上顯著結果的機率，用以確認檳榔園在集
水區空間中是否存有空間聚集性。 
 
四、結果與討論 
1. 全域空間自相關 
本研究分別計算不同網格大小全域空間自相關之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結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中得知，Moran’s I 係數在不同網格大小下皆呈現正
值，且 Z(I) 值皆大於 1.96，達到 p＜0.05 之顯著性，
表示檳榔園土地利用在研究區中呈現空間正相關，檳
榔園在空間分佈上並非隨機性，而是呈現出顯著的空
間聚集性。此外，隨著網格尺寸變大，Moran’s I 係數
大致呈現下降趨勢，表示檳榔園空間正相關程度隨網
格尺寸增大而遞減。另外，就 G statistics 係數而言，
在不同網格大小下 G statistics 皆呈現正值，且 Z(G) 值
皆大於 1.96，達到 p＜0.05 之顯著性，同樣地顯示出檳
榔園土地利用在研究區中呈現熱點聚集現象，具有顯
著的空間聚集性。此外，隨著網格尺寸變大，Z(G) 值
逐漸變小，雖然都達到統計的顯著性，但也間接反映
出檳榔園空間正相關程度隨網格尺寸增大而遞減。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皆呈現隨網格尺寸增加而
下降的趨勢，是因為在較小的網格空間單元下，一個
檳榔園區塊可能包含了許多網格，造成了局部區域網
格檳榔園面積值呈現高值聚集的現象，而使空間自相
關係數呈現較高的正值；然而，在較大的網格空間單
元下，一個網格可能包含了許多檳榔園區塊，而其周
邊網格可能包含較少或甚至沒有檳榔園區塊分布，造
成了鄰近位置的網格檳榔園面積值彼此的值較為不相
近，但總體而言仍呈現空間聚集趨勢，而使空間自相
關係數呈現較低的正值。因此，隨著分析的網格空間
單元尺寸遞增，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及其 Z(I) 
與 Z(G) 值皆會呈現遞減趨勢，即檳榔園空間聚集性降
低。除此之外，將不同網格大小下計算出的 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進行統計檢定力分析，結果顯示在
α=0.05 時二係數在不同網格大小下統計檢定力值皆為
1.0，表示有極大的機率說明檳榔園具有空間聚集性。
由於統計檢定力值會受到 α 值的影響，即 α 值愈小統
計檢定力值亦愈小，α值愈大統計檢定力值亦愈大，故
將 α 值設為 0.01 及 0.001 時，檢驗其統計檢定力值是
否減少，結果呈現統計檢定力值亦皆為 1.0，顯示檳榔
園空間聚集顯著性的機率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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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域空間自相關    
本研究利用 Local Moran’s I 與 Getis-Ord Gi*二種
方法，探測研究區檳榔園熱點的空間分佈情形，並比
較在不同網格大小下二者間的差異，結果如圖 1 及圖 2
所示，其中圖 1 皆為 Local Moran’s I 方法，而圖 2 則
皆為 Getis-Ord Gi*方法，圖例中則列出 Z 值大小，當 Z
值大於 1.96 時，達到 p＜0.05 之顯著性，可視為檳榔
園的熱點。結果區分成二部分來加以說明： 
(1) 不同網格尺寸的比較 
首先，就檳榔園熱點空間分佈情況而言，二
種方法所探測出的結果有所不同 (圖 1 及圖 2)。
在 100 m 的網格尺寸下，利用二種方法皆能找出
眾多熱點，其中 Local Moran’s I 能識別出三個範
圍較大的熱點，且周邊散佈著多達十幾個的小熱
點，而 Getis-Ord Gi*則識別出二個範圍較大的熱
點，其周圍地區亦有眾多小熱點存在。在 200 m
的網格尺寸下，二種方法皆識別出二個範圍較大
的熱點，且周邊仍存有零星的小熱點分佈，檳榔
園空間分布區位是分散的。在 300 m 以上的網格
尺寸下，二種方法皆只識別出二個大範圍的熱
點，且研究區中已無其他零星熱點存在，檳榔園
區位集中於二個熱點。在 500~600 m 的網格尺寸
下，Getis-Ord Gi* 識別出的二個大範圍熱點呈
現對角相鄰的情況，而 Local Moran’s I 則仍識別
出二個獨立無相鄰的熱點區塊。在 700 m 的網格
尺寸下，二者皆只識別出一個呈東北-西南方向
的帶狀熱點，而不是之前所呈現的二個大熱點區
塊，檳榔園區位呈現帶狀。因此，檳榔園分布區
位由原先的多點分散，變成二個熱點集中，最後
成為帶狀分布，區位呈現顯著的差異。 
整體而言，在 200 m 以下的網格尺寸，二種
方法雖皆能識別出眾多散佈的檳榔園熱點，但這
樣的結果似乎不能提供研究者或土地管理者一
個較為有用且簡化的資訊，因為絕大多數原本為
檳榔園區塊分佈的地區皆顯示為熱點，此情況與
一般內眼目視檳榔園區塊空間集中情形無太大
差異，無助於決策者判斷集水區中需要優先治理
的地區。另一方面，隨著網格尺寸的增加，無論
使用哪一種方法皆可發現熱點聚集區域數量漸
少，且熱點區塊趨於集中和完整，然而在 700 m
的網格時，由於尺寸過大，熱點已呈現帶狀分
佈，且識別範圍超過真正的檳榔園甚多，有高估
現象發生。 
其次，就探測熱點區域面積而言，二種方法
探測結果也隨網格大小不同而呈現變化。本研究
視 Z 值大於 1.96，達到 p＜0.05 之顯著性者為熱
點區域。由表 2 中可以發現，隨網格尺寸愈大，
二種方法識別到的熱點區域面積皆大致呈現增
加趨勢，然而本研究關切的重點在於判斷集水區
中需要優先治理的地區，故應尋找單位熱點區域
中檳榔園面積比例較高之網格尺寸大小者為首
選。所以，本研究在不同網格尺寸下，將位於熱
點區域中的總檳榔園面積除於該熱點總區域面
積，得出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面積比例，結果
如表 2 所示。由表 2 中得知，二種探測方法在
100 m 網格尺寸下，其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面
積比例值皆為最大，分別達到 62.75% 及
53.42%，但隨著網格尺寸變大，二種方法之比例
值皆呈現下降趨勢，如在 700 m 網格尺寸下，二
者分別達到 30.40%及 28.77%。雖然在 200 m 以
下的網格尺寸，其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面積比
例值最高，但如前所述，由於其網格尺寸過小，
除了大熱點區塊外亦識別出許多小熱點區塊，在
經費及人力充裕情形下，欲進行較全面細緻的集
水區檳榔園治理時應可適用，然而當人力物力有
限時，此分析結果無法提供檳榔園熱點的簡化資
訊，且無助於優先治理區域之判定。另一方面，
當網格尺寸過大至 600 m 以上時，其單位熱點區
域之檳榔園面積比例值則偏低，顯示偵測熱點的
效率降低，且高估需要進行集水區治理的面積。
因此，以本研究範圍規模 (20.36 km2) 而言，應
用空間自相關分析探測檳榔園熱點時，網格尺寸
可設定介於 300~500 m 間，其分析結果應較能符
合實際需要。未來隨著研究主題之不同、土地利
用類型之變化，可依照研究目的所需，挑選適合
的網格尺寸。 
 
表 1 不同網格大小下計算出之全域空間自相關係數 
Table 1 The values of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
tion indices with different grid size 
網格大小
(m)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I 0.60 0.55 0.57 0.54 0.41 0.49 0.40 
Z(I) 38.20 17.45 12.24 8.89 5.78 5.87 4.21 
G statistics 0.0015 0.0044 0.0084 0.0135 0.0178 0.0253 0.0298 
Z(G) 38.25 17.55 12.01 8.95 5.75 5.9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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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探測方法的比較 
就二種不同方法識別熱點區域的效果而
言，由表 2 中得知，在不同網格大小的情況下，
Getis-Ord Gi* 探測的空間熱點區域面積皆較
Local Moran’s I 的面積為大，網格尺寸為 100 m
時，Getis-Ord Gi*所測得熱點面積為 3.02 km2，
而 Local Moran’s I 只測得 2.42 km2；同樣地，當
網格尺寸增加至 700 m 時，Getis-Ord Gi*所測得
熱點面積為 4.62 km2，而 Local Moran’s I 只測得
3.76 km2。顯然地，Getis-Ord Gi* 探測出的熱點
聚集範圍較大，而 Local Moran’s I 一般能探測出
熱點聚集的中心，但對熱點聚集範圍的識別則較
Getis-Ord Gi* 為不敏感。張松林、張昆 (2007) 
曾應用區域空間自相關 Moran’s I 係數和 G 係數
探測地震熱點，結果發現在探測地震規模的空間
自相關時，Moran’s I 係數較能探測出聚集區域的
中心，但對聚集範圍的識別偏差較大，探測出的
範圍小於實際範圍，而 G 係數則較準確探測出聚
集區域的範圍。對照於本文分析，此文獻結論與
本研究成果相似。另外，就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
園面積比例值來看 (表 2)，可以發現 Local Mo-
r a n ’ s  I 方法的值在不同網格大小下皆較
Getis-Ord Gi*方法的值為大。因此，若以單位熱
點區域之檳榔園面積比例值來衡量二者的效 
 
 
(a) 100 m (b) 200 m (c) 300 m (d) 400 m 
 
 
圖 1 Local Moran’s I熱點
分布圖 
Fig.1 The hot spot map
of Local Moran’s I 
(e) 500 m (f) 600 m (g) 7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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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 m (b) 200 m (c) 300 m (d) 400 m 
 
 
圖 2 Getis-Ord Gi* 熱點
分布圖 
Fig.2 The hot spot map 
of Getis-Ord Gi* 
(e) 500 m (f) 600 m (g) 700 m 
表 2 Local Moran’s I與 Getis-Ord Gi*在不同網格大小下的比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Local Moran’s I and Getis-Ord Gi* with different grid sizes 
網格大小 (m)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Local Moran’s I 
檳榔園面積 (km2) 1.5205 1.2854 1.1551 1.1833 0.9330 1.1057 1.1446 
熱點區域面積 (km2) 2.4230 2.5610 2.7407 2.9451 2.2473 3.0373 3.7647 
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面積比 (%) 62.75 50.19 42.15 40.18 41.51 36.40 30.40 
Getis-Ord Gi* 
檳榔園面積 (km2) 1.6118 1.3297 1.2014 1.2283 1.1549 1.2696 1.3281 
熱點區域面積 (km2) 3.0170 2.9150 3.0065 3.2093 3.2441 3.9934 4.6168 
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面積比 (%) 53.42 45.61 39.96 38.27 35.60 31.79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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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Local Moran’s I 方法似乎較優於 Getis-Ord 
Gi*方法，有助於決策者決定集水區中需要優先
治理的檳榔園熱點區域，而此亦正是本研究比較
二種不同分析方法之用意所在。 
 
五、結  論 
由於經濟上的誘因及農村勞力老化等因素的影
響，檳榔園已成為水里溪上游集水區最主要的農作景
觀。由於檳榔園土地利用方式已對集水區環境造成某
種程度的影響，因此，完善的集水區經營管理是非常
迫切需要。然而，集水區經營通常需要耗費眾多人力
及物力的投入，在有限資源下，有效正確的治理就非
常關鍵，而集水區檳榔園熱點的偵測與識別就是重要
一環。本研究基於此，針對水里溪上游集水區，透過
空間自相關分析，識別出檳榔園集中的熱點。研究結
果顯示，全域空間自相關分析時，在各種不同網格尺
寸下，Moran’s I 與 G statistics 係數二者皆呈現正值，
且皆達到 p＜0.05 之顯著性，表示檳榔園在集水區中具
有空間聚集特性，隨著網格尺寸愈大，Moran’s I 係數
呈現遞減趨勢，而 G statistics 係數則呈現遞增趨勢。
另外，在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時，當網格尺寸小於 200 
m 以下，Local Moran’s I 與 Getis-Ord Gi*二種方法除了
探測出 2~3 個大面積熱點區域範圍外，周邊也偵測出
許多小熱點，當網格尺寸≧300 m 時，二種方法皆只識
別出二個大面積的熱點，且研究區中已無其他零星熱
點存在，熱點區塊趨於集中和完整，當網格尺寸達 700 
m 時，熱點區塊甚至連接成帶狀；再者，就探測熱點
面積而言，隨網格尺寸增大，二種方法識別到的熱點
面積皆大致呈現增加趨勢，但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園
面積比例則呈現遞減。此外，就二種方法識別檳榔園
熱點的效果而言，無論是何種網格尺寸，Getis-Ord Gi*
探測的空間熱點面積皆較 Local Moran’s I 的面積為
大，Local Moran’s I 方法一般能探測熱點的中心，但對
熱點範圍的識別較不敏感。若以單位熱點區域之檳榔
園面積比例值來衡量二者的效果，Local Moran’s I 方法
似乎較優於 Getis-Ord Gi*方法，有助於決策者判定需
要優先治理的檳榔園集中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未來
可應用於任一集水區土地利用圖層的分析，藉由此方
法計算某類型土地利用於空間中分布之熱點區域，甚
而可利用同一地區不同年代的土地利用圖層，探討某
類型土地利用熱點區域於空間上之變遷情形，此方法
提供集水區管理者一個簡便、客觀及科學的分析工
具，有助於集水區的土地利用規劃及治理。然而，本
研究以檳榔園面積進行空間熱點分析，僅以此作為判
斷需要優先治理地區的依據，未來如能將降雨、坡度、
地表逕流、距河道遠近及施肥情況等相關自然及人為
因素納入分析，如此將能更周全地判定優先治理區
域，以保護集水區的水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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